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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研究传统的薪火传承

李 志

摘 要  由李达创建的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经由四代学人的不懈努力，不仅

始终坚持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立足中国实践，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

合，而且在不同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源流、演进历程、学理根据、方法论前提

等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形成并不断发展了具有鲜明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

化研究传统。这一传统，既是“由理论而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同时也是“由现实

而理论”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二者交相辉映、彼此成就，塑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

学研究的珞珈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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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达亲手创设的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经由四代学人的不懈努力，不仅始终立足中国实

践，坚持以中国问题为导向，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不同时期下的中国实际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

哲学中国化的思想源流、演进历程、学理根据、方法论前提等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形成了具有

鲜明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研究传统，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学术研究的重镇。

诚如青年马克思所说，“哲学的世界化”同时也是“世界的哲学化”。武汉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研究传统，既是“由理论而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同时也是“由现实而理论”的“中国的马克思

主义哲学化”，二者交相辉映、彼此成就，塑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珞珈学派。今天，回望和省

思武汉大学这一学术传统的薪火相传，对于回应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持之以恒地推动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中国化与时代化，具有不可低估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传统的奠基

李达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及研究工作，是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传统的奠

基人。他撰写了《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等著作，致力于运用唯物

史观和唯物辩证法考察中国社会实际，探索回应中国问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乃至整个中国近

现代思想史上少有的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

等众多领域都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最早探索者和奠基性人物”［1］。

（一）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传播

李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理论贡献首先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系统传播。五四运动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李达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理解，对马克思

主义哲学作了全方位的传播，被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启蒙大师”。在此期间，他积极宣传科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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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武器与当时的各种错误思潮进行思想论战，发表了《无政府主义之

解剖》等诸多论战性文章，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与此同时，他还译介了一些马克

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和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新研究成果，包括马克思的《德国劳动党纲领栏外批评》

（即《哥达纲领批判》）、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等，为20世纪初叶的中国人全面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

了重要的参考文本。李达所撰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

响。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读过该书1935年6月的第3版和1936年12月的第4版，并先后写下近2万字的批

注。据称，这些批注正是《实践论》这一名篇的前身。

人们通常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开始于五四运动时期，结束

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期。这一阶段集中于对唯物史观的传播，李达在1926年发表的《现代社会学》是

这一阶段的标志性成果。第二个阶段是从大革命失败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经

过唯物辩证法运动，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转而从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相统一的角度来理解和阐

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李达不仅是唯物辩证法运动的主要参与者，而且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完成了在中

国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表性成果——《社会学大纲》，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系统传

播的基本结束。

须指出的是，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广泛传播，不以传播本身作为最终目标，也不是将马克

思主义哲学作为众多西方思想思潮之一来对待的。他更多的是出于“唯有马克思主义才能使近代中国

摆脱羸弱困厄的状态”这一信念，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则、立场、观点和方法推介给国人的，旨在推动

当时的中国人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则、方法和理论探索和回应彼时中国社会发展中各种亟待解

决的问题。

（二） 对唯物史观中国化的多维探索

正如吕振羽所评价的，1926年问世的《现代社会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最早的一部联系中国革命实

际系统论述唯物史观的专著”［2］，是李达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原则和观点理解中国社会的性质、中

国革命的任务和前途等重大问题的代表性著作。《现代社会学》包括18个章节，以唯物史观为依据详细阐

明了社会的本质、社会的结构、社会变革、社会思想、社会运动等诸多问题，全面展示了唯物史观的理论

成就——“不仅发现社会组织之核心，且能明示社会进化之方向，提供社会改造之方针”［3］（P4）。在这部

著作中，李达不仅对生产力、作为社会之基础的经济关系、社会之政治的和法律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以

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作了详尽而深入的阐述，而且还以阶级对立和阶级冲突作为解释国家之产生、发展和

消灭的根据，揭示了社会变革的两个维度——“经济革命即社会基础之变革，政治革命即社会上层建筑

之变革”［3］（P79-80），以及在此基础上引发的社会思想层面上的变革。

李达对唯物史观中国化的理论构建不止如此。与同时代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的是，他还

注重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方面推进唯物史观研究，即从多学科的角度理解和阐释唯物史观，极大

地丰富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内容［4］。从《现代社会学》开始，李达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当时中国的

经济状况、政治状况、社会状况、民族状况等作了深入的剖析，撰写了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科

书《经济学大纲》，提出了“广义经济学”的理论主张，强调要构建一个既反映经济进化的普遍规律、又确

实反映中国经济发展之特殊性并用于指导中国经济改造的“普遍与特殊之统一的理论”；撰写了中国第

一部马克思主义法学著作《法理学大纲》，对法理学的意义、分支和不同派别以及法律的本质、形式和内

容等作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最早意识到中国近现代社会具有“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特殊性”［5］（P94），

主张以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为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对象；撰写的《民族问题》是中国第一部以马克思

主义民族理论为主题的专著，强调了民族解放运动之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特殊意义。

（三） 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构建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李达是为数不多的自觉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先驱人物，他的

··33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6 期

《社会学大纲》和《唯物辩证法大纲》就是这方面的重要成就。

1937 年出版的《社会学大纲》涵盖了十分丰富的内容，包括“唯物辩证法”“当作科学看的历史唯物

论”“社会的经济构造”“社会的政治建筑”“社会的意识形态”5个篇章。李达在该书中首次提出“实践的

唯物论”。他认为，对劳动概念所作的唯物论的阐释，为理解人类历史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唯物主义从外

在于人的自然领域延伸到人类历史领域，“从下方完成到上方，建立彻底的唯物论、统一的世界观”［6］

（P43）。他还将唯物辩证法当作实践唯物主义，即“唯物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与自然观的统一，

两者统一的基础是社会的实践”［6］（P45），主张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的角度理解唯物辩证法，强调唯

物辩证法是“一切先行的学说、思想及知识之辩证法的综合”［6］（P51），从而在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认

识论相一致的高度上构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正如陶德麟所言，该书的理论成就极高，“对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阐述在当时是最系统最准确的”，而且“此书不是马列著作的一般复述，更不是外国研究

成果的照搬，而是作者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逻辑的理解独立完成的作品，有自己的严密体系”［7］。

写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唯物辩证法大纲》，是李达受毛泽东委托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的

上卷，也是李达最后一部代表作。《唯物辩证法大纲》包括5篇内容，分别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逻辑

学等多个角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对哲学基本问题作了详细的阐述，提出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唯物论强调的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指出辩证唯物论肯定社会实践是

认识的基础，突出了实践观点及其认识论的意义，强调从统一的角度来理解辩证法、唯物论、认识论的关

系，提出了唯物辩证法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8］（P53-56）等一系列观点，详细考察了唯物辩证法产生的

历史，并在此基础上理解唯物辩证法的创立和发展，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界定“实践”概念并前瞻性地指

出科学技术实践的重要性。不仅如此，该书还着力概括总结中国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基本经

验，对毛泽东的重大理论贡献进行了系统阐述，如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发展

等。该书的末尾在谈到真理问题时，还联系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实际，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方针的重要性，主张“在党的领导下容许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艺术流派自由发展，不同学派的学术观点自

由争论”，“促进真理的发展，使社会主义的文化繁荣兴旺”［8］（P421-422）。

综上，围绕“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之问，李达毕生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

相结合，创造并不断发展中国形态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9］（P12），由此开创和奠定了武汉大学马

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这一历经百年风雨的学术传统。

二、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传统的弘扬

李达逝世以后，他开创的学术传统从来都未曾中断，而是在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发展过

程中不断被发扬光大。这一学术传统的“哲学传人”首先是李达的学术助手、已故的武汉大学人文社会

科学资深教授陶德麟。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陶德麟始终坚持理论关照现实，不仅深入且系统地

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关基础理论，还开拓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新的学术研究领域，极大

地弘扬了李达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传统。

在“文化大革命”前，陶德麟除协助李达撰写论著外，还在武汉大学哲学系从事教学工作，并发表了

一些论著，开始在哲学界崭露头角。他在《哲学研究》1956年第2期上发表的《关于“矛盾同一性”的一点

意见——评罗森塔尔、尤金所著〈简明哲学辞典〉“同一性”条目释文》，挑战了当时的苏联哲学权威，向国

际哲学界发出了中国学者的声音。此后，他长期致力于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说中国话”，而“教给马

克思主义说中国话”“让马克思主义学会说中国话”［10］，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为了让马克思

主义哲学真正开始讲中国话，陶德麟将哲学视为“高耸云霄而又普照大地的阳光”，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

一，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须与中国的实际状况相结合，对各类重大问题作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理

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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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对“实践与真理”系列问题的研究

早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陶德麟就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撰写了《实践论〈浅

释〉》《怎样理解绝对真理、相对真理和实践标准？——与何祚庥同志商榷》等一系列哲学论文，从实践的

观点出发阐述了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的辩证关系，指出“毛泽东同志指导中国革命，并在这个过程中创

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工作，就是把直接经验同间接经验恰当地结合起来的范例”［11］（P54）；在比较

不同真理标准的理论基础上，阐明了“实践是检验认识的唯一标准”这一论断的含义以及实践标准与逻

辑证明的关系；辨析了实践标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进而区分了认识的真理性与真理之间的界限。

陶德麟1978年重返学术界不久就参加了“全国真理标准问题研讨会”并作了主题发言，其中的第三

部分以《关于真理标准的几个问题》为题在《哲学研究》1978年第10期上发表。与会期间，他首次公开了

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初写给李达的3封书信，后刊发在1978年第12期的《哲学研究》上。这些书信的

问世，对当时破除“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随后，他又先后发表了《逻辑证明与真

理标准》《认识的对象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一篇对话》《真理阶级性讨论中的一个方法问题》《何谓

彻底认识世界？——关于不可知论》等系列理论文章，以非凡的理论勇气批驳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

针，以严谨的论证阐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恢复和重新确立实践标准起到了促进作用。

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陶德麟还引入了对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及其相互关系

的考察，撰写了《论生产力标准》《从建国五十年的历程看哲学的作用——兼论三个“标准”的意义及其相

互关系》《关于生产力标准的几个理论问题》《论真理标准、生产力标准与“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关系》等系

列论文，阐明了为什么在重新确立实践标准多年以后提出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原因。他

指出，实践标准具有“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功能”，而对生产力发展是否有利是“检验实践合理性的标准”［12］

（P127），这一标准的提出是为了解决既发展生产力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时代课题。

（二） 对社会主义实践中重大问题的反思

陶德麟始终秉承李达开创的学术传统，既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则、方法和观点并不断使其中国

化，又重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状况并不断促使理论回应重大现实问题，实现理论与现实的进一步

融合。他在这方面的理论贡献主要包括：对“双百”方针的理论反思，对社会主义道德原则的深入考察，

对社会稳定问题所作的系统研究等。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陶德麟在一些重要报刊上发表了《百家争鸣与“两家”争鸣》《不能用

专政的办法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双百”方针的理论基础应当重新解释》系列论文，深入探讨了“双百”

方针的本来涵义和客观依据，提出应根据“社会主义的国家和法的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发展和

人类文化发展的理论”［11］（P219-220）重释“双百”方针，强调了这种经过理论基础置换和重新阐释的“双

百”方针对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重要意义。

20世纪80年代初至其后的20年间，陶德麟参与了人道主义问题大讨论并见证了马克思主义人学研

究在中国的兴起，发表了《人道主义的哲学基础》《全面准确地理解以人为本的科学涵义》《人学研究之我

见》等系列文章，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认为我们之所以应大力弘扬社会主义的人

道主义精神，是因为“社会主义建设所做的一切工作都必须是为了人
······

，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11］（P323），

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对以人为本作了系统阐释，强调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应落脚于以人为本。同时期，他还撰写了《两种伦理原则》《道德观念要符合经济体制改革的要

求》等论文，考察了无产阶级道德的历史形态，回答了何种道德观念、何种分配原则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

体制相适应等问题，还特别强调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对于今天构建我国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重要意义。

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面对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各种怀疑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潮，

陶德麟发表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而作》《邓小平理论是当代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变革中的先导作用》《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等系列论文，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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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怎样坚持等问题，认为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将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强调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要使其“具有当代的视野和当代的水平”［11］（P440）。他还主编了《社会稳定论》这部重要著作，基于四个

方面的维度，系统考察和探讨了社会稳定的基本涵义、必要性、实现路径等一系列关乎社会主义前途命

运的重大问题。

（三）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法论问题的探索

陶德麟理论探索的重心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生转向，转为从方法论的角度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化研究。正如他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在国内外都已有许多成果，但研究者的

视角和切入点有所不同，观点和结论也有所不同。这些歧异的深层原因是对一系列前提性问题的理解

的歧异，以及由此造成的方法论上的歧异。”［11］（P595）为此，他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出版了《马克思主

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历史研究》等一系列的专著，集中讨论了以下几个方法论问题：

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何以可能的问题。针对有些学者质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合法性

的论调，他通过详细回应“中国人学到的马克思主义是否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是否可能读懂马克

思主义的文本”“中国人能否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0］等问题，全面论证了为什么以中国的话语讲述马克

思主义哲学是可能的。

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何以必需的问题。对于那种虽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可能

的却质疑其是必要的论调，他旗帜鲜明地进行了反驳，指出中国问题的解决需要两个方面的因素，即理

论方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方面的中国实际，只有这两个因素都同时在场并相互作用，马克思主义

哲学才能保持其生机与活力。由此，他既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世界性的一面，又主张马克思主义哲

学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三是以什么标准来检验马克思主义哲学成败得失的问题。针对学术界对相关文本标准与实践标准

的争论，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是在书本中而是在实践中产生的，检验其成败得失应“以实践
···

的结果与实践方案的预期目的是否符合为标准
····················

”［13］（P25），因此，即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本也不

能被教条地当成检验真理的标准，否则就会导致认识与实践的分裂；坚持实践标准，必须运用历史主义

原则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化与本土化的关系问题，注意在具体条件下看待实践和理论。

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关系问题。他指出：“中国化、现代化、大众化是

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离开了哪一条都行不通。而它们的地位又不是平列的。中国化是统领一切的总

问题，它逻辑地蕴涵着其他两个方面。”［13］（P40）在此基础上，他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重要

意义，并专门探讨了大众化的内容、对象以及大众化与通俗化、大众化与语言文字的关系等问题，认为

“教给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应尽之责任。不仅如此，他还指出，中国化的马克

思主义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在现代的发展，也就是现代的中国哲学”［13］（P3），应该在中国哲学现代转型

的意义上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上述表明，李达和陶德麟作为两代学人共同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先后

奠定和弘扬了武汉大学的这一学术传统，“成为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代表人物，演绎了一

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百年思想接力”［14］。

三、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传统的拓展

陶德麟除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方面贡献卓越，还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为国

家培养了大量高层次人才，包括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传统的一批传承者，如汪信砚、何

萍、姜锡润、萧诗美、赵凯荣等。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汪信砚是这一传统第三代学人中的优

秀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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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志：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传统的薪火传承

作为陶德麟的亲炙弟子，汪信砚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

化的相关研究，先后出版了《范式的追寻——作为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等多本专著，在国

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提出了诸多具有开拓性的学术见解，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

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的一种重要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和

中国哲学的现代传统或新传统”［15］（P2-5）等，极大地拓展了先前的学术传统。

（一）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基础性问题的探析

在近现代宏阔的世界史与中国史背景下，汪信砚系统地考察和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否

必要、是否可能、以什么作为根据等一系列问题，扩宽和加深了既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

一是系统回答了“何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他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角度给出了问题

的答案：“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马克思主义

哲学带有中国的特性，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具体化，不断

建设、丰富和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15］（P17）他进一步强调，应至少从三个方面来回应这一问题，

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与不同时期的中国社会现实、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及时代特征相结合。

二是深刻回应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据在哪里”的问题。他主张，这一根据内在于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本性，即实践性。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以往其他哲学的根本特征就是从根本上

“改变世界”。这一功能的最终实现，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特定历史、特定文化、特定现实相结合，或者

说，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民族化的形态转型。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同时也可以被

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这种同一性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决定的。

三是详细辨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否可能以及是否必要的问题。他反驳了各种有关马克思

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错误见解［16］，旗帜鲜明地指出，虽然我们应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彻底转变为一种中国

理论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完全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

国化不单是普遍原则作用于特殊现实的过程，“也包含着由特殊向普遍的运动即通过对中国具体实际的

研究来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15］（P49-50），与自然科学同时致力于普遍原理的基础研究和普遍原理应用

于特殊对象的研究类似，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普遍原则应用于中国的特殊问题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二）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纵向考察

在汪信砚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方面是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

分，另一方面主导了中国哲学在现代语境下的创造性转型，为我们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供了两

个基本的历史维度。基于这一看法，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了纵向的理论考察。

一是全面勾勒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图景。他将民族化的马克思主

义思想看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源泉［15］（P62），并由此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

思主义哲学与不同历史时期下的中国实际紧密结合。中国实际“既包括中国现实实际，也包括中国历史

实际”，其中，中国的现实实际即不同时期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状况及其发展态势，它

“与一定的世界形势和国际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17］；而中国的历史实际则是指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

明发展，特别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五四运动以来

中国文化发展的积极成果，也蕴含了中国共产党以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形式所积累的丰富经验。百年来，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理论与实践成果，“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

果，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18］。

二是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对中国哲学传统的创造性转换。他将中国哲学传统的演变

过程区分和概括为古代传统、近代传统、现代传统三个阶段，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断向前

推进，构成了现代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潮流”，进而成为“中国哲学的现代传统”［15］（P95）。他还从哲学探索

的三个方面入手，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作为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本质规定性，阐述了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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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新传统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他还深刻分析和回答了一些相关的重要理论问题，如中国哲学近

代传统与现代传统的分界线、中国哲学界的体系性建构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传统之间的关系等。

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传统从开创到完善、阐扬的历史进程，充分体现出传统与创新之间

的张力，“传统通过创新而不断发展和延续，而创新则通过借重和超越传统来实现”［15］（P121-122）。

（三）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方法论研究

正如汪信砚所指出的：“几乎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每一个理论问题都可以转化为中国马克

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15］（P7）前文提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问题、必要性问题等，都

是方法论研究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鉴于此，他尤为重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开展方法论

问题的相关探索。他在学界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完全有理由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研究范式［19］。他进一步指出，以这种范式开展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仅符合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本性，还能够满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19］。

汪信砚在最近出版的专著中进一步阐述了上述理论主张。他谈道：“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应有范式，是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该紧紧围绕着马克思

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个中心任务来展开，它的理论目标就是要在当代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是否有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该成为衡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和成果的

意义的标准。”［15］（P151-152）他认为，虽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应当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

各自研究的基本范式，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甚至

由于缺少较为统一的范式而出现了理论危机；要摆脱这种危机状态、确立正确的研究范式，既要反对教

条主义也要矫正各种错误理解，通过恰当地定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厘清两类研究——以马克思主

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相对狭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

（四）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个案和比较研究

汪信砚尤为重视从个案和比较的角度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包括对一些重要代表人物

的思想研究以及不同代表人物思想的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发生在世界其他地区的马克

思主义哲学民族化的比较研究等。

他强调，个案研究“既属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和历史的探索，同时也是对于马克思主

义哲学中国化最为直接的思想资源的开掘”［20］。他主持编纂的20卷《李达全集》，是对李达创造的马克思

主义哲学中国化文本的系统整理和研究，进一步弘扬了武汉大学的这一学术传统。他特别重视对毛泽

东哲学思想这一个案所开展的研究，认为毛泽东在这一传统的形成发展中占据特殊重要的地位，特别是

“他完善了由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认为毛泽东对这一传统的完

善表现为“完整地揭示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含义，科学地定制

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的基本内涵”［15］（P109-110）等。

与此同时，他也着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些早期代表人物如李大钊、瞿秋白等人的思想进

行了比较研究。他指出，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都紧扣“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来传播和研

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但他们的理论探索各有不同特点。李大钊是“最早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探寻中

国道路、求解‘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特别强调唯物史观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基础”；瞿秋白“是在中国比较系统地传播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一人”［18］，以唯物辩证法作为改造世界的武

器，将唯物史观看作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等等。

四、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传统的赓续

进入21世纪以来，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第四代学人，包括李佃来、赵士发、李志、周可、吴

昕炜、盛福刚、刘秉毅等，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开展不同领域研究的基本范式，以各自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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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继承发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传统，使这一百年传统以新的形式得到了赓续。

一是将这一范式注入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中，对其中的基本理论、核心问题、重要文本等

方面作了创新性阐释。例如，“以中国化为范式重写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学术史”，“一是以‘中国问题意

识’为起点，重释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本进路；二是以‘中国问题意识’为轴心，重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的基本进路”［21］；主张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应发挥超越性的、具有终极意义的思想指引功能，

要为美好生活建设提供思想素材和目标指引［22］。

二是将这一范式注入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在相关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的独到见解：西

方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不仅要注意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

的整体风貌，还要对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和流派开展个案研究，为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世界性

提供参考［23］（P245-251）；今天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充分汲取20世纪以来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

的丰富成果，发掘新的内容和形式，构建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24］。

三是将这一范式注入新兴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对关涉到的核心问题、代表性人物及其思想、

当代意义等，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见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创性贡献之一，就在于形成和发展了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大体系；毛泽东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三大历史贡献，分别是“以马克思主

义大众化为中心构建日常话语体系”“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理论范式构建学术话语体系”“以中国化马

克思主义为核心构建政治话语体系”［25］。

四是将这一范式注入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对其思想源流、核心问题、重要论断等作了较为深

入的阐释。例如，从实践效应这一角度阐发了马克思有关劳动所有权问题的重要论断，主张在社会主义

实践中确立劳动所有权原则从而赋予劳动以崇高性，赋予劳动者保护自身财产的不可辩驳的权利，从而

最终完成劳动所有与劳动所有权在事实与价值上的真正统一［26］；运用最新研究成果，对李达的唯物史观

解读、女性解放理论作了创新性阐释［27］。

五是将这一范式注入资本批判理论的相关研究，对相关概念、理论地位等作了独特阐释。例如，在

“当代如何看待马克思阶级概念”问题上，主张追溯马克思“阶级”概念的理论渊源，并在此基础上理解

“阶级”概念所对应的现代社会的经济利益、政治权利和价值追求［28］（P48-57）；指出唯物史观的确立与政

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的形成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侧面，因为正是通过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功利

主义前提和法权观念，马克思才形成了从人类历史出发考察资产阶级社会关系及其所有权的思路［29］。

此外，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第三代第四代学人，还将这一范式全面运用于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文本研究和文献学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研究以及包括全球化、现代化、生态文明、人类命运共

同体等在内的现实问题研究，由此形成了一个紧密合作的学术共同体，并使这一研究传统呈现出多元开

展、枝繁叶茂的良好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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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ing on the Tradition of Research on the Sinicis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at Wuhan University

Li Zhi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rough the tireless efforts of four generations of scholars, the Department of Marxist Philos‐

ophy of Wuhan University, founded by Mr. Li Da, has not only consistently adhered to the focus on Chinese 

issues, based on Chinese practice, and devoted itself to the combin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and Chinese 

concrete reality, but also conducted in-depth explorations on critical theoretical issues such as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evolutionary history, theological basis, and methodological prerequisites for the sinicisation of Marx‐

ist philosophy at different times. As a result, a distinctive tradition of research on the sinicis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has been formed and continuously developed. This tradition is not only the sinicis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from theory to reality", but also the "Chinese philosophising of Marxism" "from reality to theo‐

ry". The two are intertwined and mutually fulfilling, shaping the Luojia School of Chinese Marxist philoso‐

phy research.

Key words the sinicis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Li Da; academic tra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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